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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系统揭示县域“人–地–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演化特征及其约束机制，基于2010~2023年成都平原经

济区63县面板数据，构建“人–地–业”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模型与障碍度模

型，对县域耦合协调水平及其主要制约因素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成都平原经济区63县
人口、土地和产业发展水平均呈稳定上升态势，“人–地–业”耦合协调水平整体稳步提升，呈现出显

著的中心高–外围低的梯度分异特征，但区域间差异呈现逐步弱化趋势；其中，土地价值产出困境、产

业经济密度偏低以及居民财富积累能力受限，已成为制约县域耦合协调持续提升的关键因素。未来应通

过激活人力资本升级转型潜能、破解土地资源存量利用瓶颈、重塑产业集群单位空间产出密度，系统提

升要素协同效率，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63县“人–地–业”耦合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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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ystematically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storative mechanism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CCD)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PLI) systems at the county level,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LI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63 
counties in the Chengdu Plain Economic Zone from 2010 to 2023. By employing an improved cou-
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an obstacle degree model, the study measures the CCD levels 
and identifies the primary restrictive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in the 63 counties of the Chengdu Plain 
Economic Zone exhibited a steady upward trend. The CCD of the PLI system improved consistently, 
characterized by a significant “center-high, periphery-low” gradient distribution, although regional 
disparities showed a gradual narrowing trend. Furthermore, the dilemma of land value output, low 
industrial economic density, and limited wealth accumulation capacity of residents have emerged 
as key factors constrain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unty-lev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essential to activate the potential for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apital, 
overcome bottlenecks in the utilization of stock land resources, and reshape the spatial output den-
sit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By systematically enhancing factor synergy efficiency, the 63 counties of 
the Chengdu Plain Economic Zone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cou-
pling coordination of the PLI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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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特征。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

化背景下，城乡要素配置不均、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区域发展分化不断加剧。乡村发展滞后与城市

扩张并存，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1]。重塑城乡互动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各国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 
受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双重驱动，我国乡村地域系统面临要素流失与结构失稳的压力，具体表现为农

业人口收缩、土地利用效率偏低、产业功能弱化以及城乡演化轨迹的非对称性[2]。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

转化，城乡差距已成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结构性障碍。在此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优化新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旨在引导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聚焦县域层面，提出“推

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凸显了县域在统筹城乡空间、承接要素流转中的枢纽性地位。县域作为连接城

市与乡村的关键空间单元，是人口、土地和产业等要素流动、交互作用及协同发展的核心载体，对加速

城乡融合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3]。因此，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是落实国家空

间治理策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破解发展不平衡的关键路径。成都平原经济区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经济

与人口集聚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内部差异显著。成都主城区与周边县域形成的“中心–外围”梯度格

局，使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亟需通过协调发展机理的研究，促进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6.16309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叶祉妍 
 

 

DOI: 10.12677/sd.2026.163093 37 可持续发展 
 

资源配置的高效化与要素流动的有序化。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 (2019) 3333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

图无修改。 

Figure 1. Overview map of the study region 
图 1. 研究区概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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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乡村地域系统的研究源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吴传钧[4]构建了该系统的基本框架，突破传

统地理学研究范式，将人地关系视作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耦合；随后，刘彦随[5]将这一理论引入乡村

地域系统，对区域城乡转型发展过程和农村社会空间关系展开定量研究，从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

重塑三方面提出阻隔农村空心化演替的路径。乡村是由自然、生态、社会等构成的复杂多元系统[6]，人

口、土地和产业是乡村地域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人口是主体，土地是载体，产业是动力。大量学

者围绕单一要素系统展开了格局演变[7]-[9]、影响机制[10]-[12]和治理策略[13]-[15]的研究，同时对多要

素系统综合作用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其中，王继威等[16]指出土地城市化通常是人口城

市化的回归结果，但土地城镇化对于人口城镇化存在双重影响。田毅鹏等[17]指出只有通过社会联结的修

复才能重建人口与产业的有机联系；马良灿[18]认为农村人口的周期性“离巢”与“归巢”以及返乡创业

现象，能够使产业系统与人口系统在动态流动中实现再平衡；乔陆印等[19]指出农村土地整治通过重构农

村土地利用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空间重构与产业转型；徐梦瑶[20] [21]、谭林等以土地利

用转型为视角研究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路径，发现土地利用方式转型通过引入新型经营主体重构乡村产业

空间。随着研究视角的系统化，学者们开始将人口、土地和产业视为统一体，利用耦合协调模型[22]-[24]、
转型贡献率[25]及障碍度模型[26]识别出要素失衡的深层障碍。如程明洋[22]等认为乡村人口、土地、产

业 3 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指出土地要素系统是乡村可持续引领要

素。综上，既有研究为“人–地–业”互动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研究尺度主要聚焦于城市群、

市域或乡村，对于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系统要素互馈的空间异质性与协同演化规律仍需进一步探明。因此，

本文以成都平原经济区为研究区，利用 2010~2023 年面板数据，从人口、土地和产业三个关键维度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63 个县的人–地–业系统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及其时

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障碍度模型识别主要制约因素，以期为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县域可持

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政策参考，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2. 研究区概况 

成都平原经济区于 2010 年正式设立，是以成都市为核心，联动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

山和资阳等 8 个地级市构成的重要城市群单元(图 1)。作为我国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程度最高、产业体系较

为完备、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成都平原经济区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27]。成都平原经济区土地面积约占四川省的 17.8%，集聚了全省约 46%的人口，并创

造了约 60.7%的地区生产总值，呈现出显著的高人口密度和高经济集聚特征。2010 年，该区域户籍人口为

3490.50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 3185.47 万人；至 2023 年，户籍人口增至 3521.62 万人，常住人口达到 3579.80
万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反映出区域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大量农村

人口向城市和城镇集聚，就业与生活方式加速非农化转型。在快速城镇化与经济集聚的同时，成都平原经

济区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2010~2023 年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 90.25%下降至

40.40%，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反映出乡村发展动能不足、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以及城乡要素配置效率

偏低等结构性矛盾。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与乡村产业承载能力不足并存，使得土地利用压力上升、产业空

间布局不均衡等问题日益凸显，对区域“人–地–业”系统的协调运行构成潜在制约。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综合评价法 
本文采取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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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Y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 iX 为原始指标变量；min iX 为原始指标 iX 的最小值；max iX 为原始指标

iX 的最大值。县域人口–土地–产业 3 个系统通过次一级指标加权求和获得，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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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U 为县域人口系统； 2U 为县域土地系统； 3U 为县域产业系统； 1iW 、 2iW 、 3iW 代表不同系统指标

的权重，由熵权法计算得出； 1U ′、 2U ′、 3U ′是指经过离差标准化处理后的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特征的

指标。 

3.1.2. 改进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一种用于评估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协调性的数学模型[28]，广泛应用

于物理学、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耦合度衡量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紧密程度，协调度则衡

量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组成部分运作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将非平均分布的耦合度以

平均分布加以划分解释力尚不足，同时将子系统设定为相同权重，存在信度和效度不足的缺陷。因此，

本研究采取改进过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县域人、地、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大耦合值的区分度以提升

效度。具体公式如下，假定max iU 为 3U 。 
 

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表 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0.90, 1.00] 优质协调 (0.40, 0.50] 濒临失调 

(0.80, 0.90] 良好协调 (0.30, 0.40] 轻度失调 

(0.70, 0.80] 中级协调 (0.20, 0.30] 中度失调 

(0.60, 0.70] 初级协调 (0.10, 0.20] 严重失调 

(0.50, 0.60] 勉强协调 [0.0, 0.10] 极度失调 

 

( ) ( ) ( )2 22
3 1 2 1 3 2 1 2

3 3

1
3

U U U U U U U UC
U U

 − + − + − × = − ×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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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为耦合度。 

1 1 2 2 3 3T a U a U a U= + +                                     (7) 

式中：T 为“人–地–业”综合评价值， 1 2 3 1a a a+ + = ， 1a 、 2a 、 3a 为待定系数。 

D C T= ×                                         (8)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本研究认为人口、土地、产业同等重要，因此， 1a 、 2a 、 3a 均赋值为 1/3。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将县域“人–地–业”耦合协调度分为八个等级(表 1)。 

3.1.3. 障碍度模型 
在耦合协调度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引入障碍度模型对准则层和指标层各指标因子进行障碍度测算

和大小排序，探究影响“人–地–业”耦合协调的障碍因子及其影响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 )
1

1

(1 )
ij j

j m
ij jj

u W
Q

u W
=

− ×
=

− ×∑
                                  (9) 

式中： jQ 为第 j 项指标的障碍度， iju 为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指标值， jW 为第 j 项指标权重，m 为指标数

量。 

i jF Q= ∑                                       (10) 

式中： iF 表示准则层对于“人–地–业”耦合协调的障碍度。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已有研究[22]，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收集性，本研究从人口、土地与产业三个维度构

建县域“人–地–业”评价指标体系(表 2)。人口子系统选取县域人口空心化程度、非农就业率、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反映城乡人口流动状况、劳动力生计转型和居民经济状况。

土地子系统选取地均财政收入、人均土地面积、人均播种面积和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反映区域土地开发、

利用情况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情况。产业子系统选取单位面积生产总值、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粮食产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和产业结构，反映区域产业发展水平、活力和结构。 
 

Table 2. Evaluation system for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ordination 
表 2. 人–地–业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属性 代码 权重 

人口 

县域人口空心化程度/% (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 P1 0.16 

非农就业率/%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 + P2 0.0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收入实际情况 + P3 0.1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收入实际情况 + P4 0.17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万元 居民资金储备 + P5 0.40 

土地 

单位面积财政收入/万元.Km2 地方财政收入/土地面积 + L1 0.53 

人均土地面积/m2 行政区面积/常住人口 + L2 0.11 

人均播种面积/hm2 农作物播种面积/常住人口 + L3 0.11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 建成区面积/行政区面积 + L4 0.25 

产业 地均区域生产总值/万元.km2 地方生产总值/行政区面积 + I1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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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行政区面积 + I2 0.11 

地均粮食产量/t.km2 粮食产量/粮食总值面积 + I3 0.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个 区域行业发展情况 + I4 0.24 

产业结构/% 二三产业产值/国民经济生产总值 + I5 0.05 

3.3. 数据来源 

选取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不包含城镇化率达到 100%的县域单元(锦江区、成华

区、金牛区、青羊区、武侯区)，以 2010 年、2015 年、2020 年、2023 年面板数据作为时间截面进行分析。

其中，人口、土地和产业系统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和各市历年统计公报等

公开数据。 

4. 结果分析 

4.1. 成都平原经济区县域人–地–业发展水平分析 

2010~2023 年间，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个县域在人口、土地和产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稳步上升趋

势(图 2)。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个县域得益于发展政策以及经济转型的推动，各要素协同性逐年增强。具体

来看，人口要素发展最为显著，综合评价值由 2010 年的 0.11 上升为 2023 年的 0.39，尤其在 2015~2017 年，

显现高速发展阶段。而土地要素与产业要素发展较为平缓，研究期内增幅均小于 0.03。尽管土地、产业变

化不明显，但由于人口发展带来的显著影响，仍然带动了成都平原经济区县域人–地–业的综合发展，

2010~2023 年综合发展指数由 0.07 上升到 0.31。由此可见，通过教育提质、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等多项举措，

显著提升了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县的人口质量，使其成为综合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受制于地理区位限制、基

础设施相对滞后、产业升级进程缓慢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仍需要进一步释放土地和产业要素的发展潜能。 
 

 
Figur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in 63 counties of Chengdu Plain Economic Zone 
(2010~2023) 
图 2. 2010~2023 年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县“人–地–业”综合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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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都平原经济县域人–地–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4.2.1. 人–地–业耦合协调度时序特征 
从整体上看，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县“人–地–业”耦合协调均值水平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表 3)。研

究期内，耦合协调度均值由 0.167 提升至 0.421，增幅达 1.5 倍。从协调等级结构来看(表 4)，区域实现了

由全域失调向多级协同的跨越，失调县域占比由 2010 年的 100%降至 2023 年的 82.54%，高层级的协调

单元开始显现。 
2010 年，研究区内县域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偏低，极度失调与严重失调县域占比高达 79.36%，仅成

都主城区和中心县域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但仍未突破失调区间，反映出成都平原经济区存在早期阶段

人口外流、产业结构单一与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2015 年，县域耦合协调水平进入缓慢爬升阶段，

严重失调县域占比大幅下降至 11.11%，中度失调成为主流等级。中心城区及近郊县域率先突破 0.5 的阈

值，实现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要素向中心区域极化的特征初显。2020 年，耦合协调水平实现

整体跨越。这一时期均值增长速率达到峰值，等级结构发生剧烈迁移。严重失调及以下县域实现全面清

零，轻度失调等级占比增至 49.21%，成为最主要的分布类型。同时，初级协调单元占比由 0 跃升至 9.52%，

旌阳区、温江区等核心县域由勉强协调跃升为初级协调，表明乡村系统演化由单一要素驱动转向多要素

协同。2023 年，区域协调格局进入存量优化期，高值县域数量持续增加，核心县域率先达到良好协调层

级。同时协调类县域总数提升至 11 个，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引领与梯度扩散特征。然而，受自然条件与产

业基础约束，边缘县域仍长期处于中、轻度失调区间，与中心县域的极值差距持续扩大，系统演化的非

均衡性特征依然突出。 
 

Table 3. Time-series trends in population-land-industry balanced development (2010~2023) 
表 3. 人–地–业耦合协调度均值时序特征 

年份 耦合协调度均值 

2010 0.167 

2011 0.187 

2012 0.207 

2013 0.227 

2014 0.246 

2015 0.286 

2016 0.306 

2017 0.326 

2018 0.346 

2019 0.366 

2020 0.375 

2021 0.388 

2022 0.401 

2023 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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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or population-land-industry system 
表 4. 人–地–业耦合协调度等级结构 

协调等级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23 年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1 1.59% 

中级协调       2 3.17% 

初级协调     6 9.52% 6 9.52% 

勉强协调   4 6.35% 3 4.76% 2 3.17% 

濒临失调 1 1.59% 4 6.35% 8 12.70% 14 22.22% 

轻度失调 5 7.94% 9 14.29% 31 49.21% 33 52.38% 

中度失调 7 11.11% 39 61.90% 15 23.81% 5 7.94% 

严重失调 43 68.25% 7 11.11%     

极度失调 7 11.11%       

4.2.2. 人–地–业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 

 
Figure 3.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图 3. 人–地–业耦合协调空间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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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个县域“人–地–业”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显著的中心高–外围低的梯

度分异特征，但区域间差异随时间推移呈现逐步弱化趋势(图 3)。2010 年，成都平原经济区全域处于失调

区间，空间差异极小。此时区域内普遍存在人口外流、产业结构单一及土地利用低效问题，要素间尚未

形成正向互馈。高值区主要集中于温江区、龙泉驿区、郫都区、双流区等中心城区及涪城区等次中心县

域。这些地区依托较完善的城市功能体系和产业基础，率先实现人口集聚、土地高效利用与产业发展的

初步协同。2015 年，耦合协调空间格局进入由普遍失调向中心极化转型的过渡期，协调度等级开始出现

空间分层，中心高、边缘低的梯度初显。成都中心城区及近郊县域率先突破 0.5 阈值，形成以成都市中心

为轴心的勉强协调聚集区。要素开始向地理条件优越的中心地带聚集，中心与远郊县域的二元特征随城

镇化进程初显。2020 年，高值区由点状扩展为面状，形成了以成都为核心，向东北德阳延伸的协调连绵

带。温江区、龙泉驿区、旌阳区等成为阶段性高值区，初级协调单元在空间上集中分布。2023 年成都平

原经济区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表现为以成都市中心为核心向外围县域呈圈层式递减的分布规律，呈现出

核心强化、外围改善与边缘滞后的显著差异性特征。双流区作为全域高值顶点率先突破协调度阈值达到

良好协调层级，发挥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引领作用；德阳、绵阳和眉山、乐山方向的县域通过产业转移承

接与要素互通实现了耦合协调水平的稳步攀升，逐步形成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次级增长极；而受自然条

件与产业基础制约的马边县、峨边县与石棉县等龙门山区及平原边缘县域仍处于失调状态，与核心区的

极值差距持续扩大，折射出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深层矛盾。 

4.3. “人–地–业”耦合协调发展障碍因子 

4.3.1. 准则层障碍因子 
为促进县域要素协同发展，需要进一步识别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县“人–地–业”耦合协调的关键制

约因素。结果表明(图 4)，研究期内准则层障碍因子结构发生了显著演变，县域“人–地–业”耦合协调

发展的准则层障碍因子呈现出在土地、产业和人口三类要素之间分布相对均衡向土地要素主导约束的转

变趋势。 
 

 
Figure 4. Obstruction degree at criterion level (2010~2023) 
图 4. 2010~2023 年准则层障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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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准则层障碍因子障碍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土地、产业和人口，其障碍度分别为 34.31%、33.76%
和 31.93%，表明研究初期三类要素对系统协同的制约程度差异有限，县域发展尚未形成明显的主导约束

因素。随着四川省持续推进人才引进和城镇化政策，县域人口外流趋势逐步缓解，人口结构不断优化，

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收敛，人口要素障碍度呈持续下降态势，由 2010 年的 31.93%降至 2020 年的 29.58%，

并在 2023 年进一步下降至 29.09%，人口因素对要素协同的制约作用明显减弱；土地要素障碍度在研究

期内持续攀升，始终占据准则层障碍度的首位。由 2010 年的 34.31%提高至 2020 年的 35.79%，并在 2023
年升至 36.03%。这凸显其在人地业系统协调中的长期刚性约束作用，反映出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

农田制度刚性约束下，县域土地开发边际空间不断收紧，而人口和产业持续向成都市及其周边县域集聚，

使单位土地所承载的人口与经济活动强度显著提高。但由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单位土地产出效率提升

相对滞后，土地要素由早期的数量约束逐步演变为效率约束，其瓶颈效应不断放大；产业要素障碍度在

研究期内整体呈上升态势，由 2010 年的 33.76%提高至 2023 年的 34.88%，成为仅次于土地要素的重要

制约因素，表明县域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产业集聚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密度提升面临较大压力。 

4.3.2. 指标层障碍因子 
由表 5 可知，研究期内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县“人–地–业”耦合发展指标层障碍因子构成稳定，但

障碍度分值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增长特征，反映出成都平原经济区县域土地财政依赖持续加重、产业效

率提升不足、金融资本转化滞后的特征。 
2010 年，指标层首要障碍因子为单位面积财政收入(L1)，反映出在研究初期县域经济仍处于土地财

政依赖初期，地方税收体系不健全，建设用地扩张未能同步转化为稳定税源。同时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障

碍度明显低于财政收入障碍，说明土地利用仍以规模扩张为主，造成土地资源投入大但财政回报低的结

构性矛盾，人地矛盾初现。其次为地均区域生产总值(I1)，表明县域产业结构以传统农业和低附加值制造

业为主，单位土地 GDP 产出强度不足。此外，在城镇化率偏低、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居民收入增长

依赖传统农业和劳务输出，居民财富积累能力薄弱，储蓄余额对消费与投资的支撑力度有限，制约人口

对产业与土地的支撑能力。 
2015 年，成都平原经济区县域发展的核心障碍因子结构相对稳定，但单位面积财政收入(L1)和地均

区域生产总值(I1)的障碍度显著上升。2010~2015 年间该区域持续推进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

扩张，促使县域经济结构开始从传统农业向制造业转型。然而，由于新增产业主要集中于产业链低端环

节，附加值提升有限，未能有效推动单位土地经济密度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大规模的土地要素投入

虽然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受制于产业培育周期较长和税源积累的滞后效应，导致地均产出和地均

财税在短期内难以与土地投入同步增长，因此强化了上述要素对区域发展的制约作用。 
到 2020 年，障碍度整体进一步攀升。单位面积财政收入(L1)和地均区域生产总值(I1)障碍度突破 20%，

反映了在国家强化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定界的背景下，县域土地利用进入存量时代。此时，建

设用地开发强度(L4)提升至 9.97%，表明县域可用于非农化开发的边际空间已极度收缩，意味着过去大规

模扩张的路径已彻底失效，系统被迫在刚性边界内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率，空间载体与产业动力之间

的错配压力达到了临界值。同时 2020 年正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初始年，成都中心城

区的高端要素加速集聚，导致外围县域面临要素漏斗效应，优质企业向核心区集中，而县域内原有的低

端制造业面临转型压力。高素质动力源匮乏与土地高成本的叠加效益使得地均生产总值(I1)的障碍度难以

随着产业规模的简单扩张而缓解。 
2023 年的障碍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系统约束重心由规模扩张受限转向单位价值产出瓶颈。

地均财政收入(L1)的障碍度攀升至 22.45%，与其他因子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反映出在土地资源稀缺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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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峰值的背景下，县域经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路径尚未完全转型，有限的建设用地未能转化成高额、持

续的公共财税贡献，空间承载的价值产出已成为制约系统的绝对核心瓶颈。同时城乡居民储蓄(P5)障碍度

降至 16.18%，标志系统约束进入新阶段，人口因素从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不足转为消费与投资动能的释

放瓶颈。此外，建设用地开发强度(L4)障碍度首次突破 10%。在土地开发强度已接近空间负荷上限的背

景下，产业系统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I4)的增长乏力，导致单位空间的经济产出(I1)未能实现阶梯

式跃升。 
 

Table 5. Major obstacle factors and their obstruction degrees at indicator level 
表 5. 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年份 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 障碍度/% 

2010 年 

L1 18.55% 

I1 17.58% 

P5 13.88% 

L4 8.69% 

I4 8.23% 

2015 年 

L1 19.72% 

I1 18.69% 

P5 14.79% 

L4 9.26% 

I4 8.77% 

2020 年 

L1 21.54% 

I1 20.42% 

P5 15.93% 

L4 9.97% 

I4 9.45% 

2023 年 

L1 22.45% 

I1 21.28% 

P5 16.18% 

L4 10.13% 

I4 9.60%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测算 2010~2023 年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县“人–地–

业”协同发展水平及其主要障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 
(1) 2010~2023 年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县“人–地–业”综合发展指数 0.07 上升到 0.31，增长近四倍，

整体呈协同优化趋势。其中，人口子系统贡献突出，指数增长近 1.5 倍，土地与产业子系统增速较缓。 
(2) 2010~2023 年成都平原经济区 63 县“人–地–业”耦合协调度均值从 0.167 提升至 0.421，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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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9%，整体实现了由全域失调向多级协同的跨越。中心城区及近郊县域率先实现由濒临失调向勉强

协调的转变，高值县域数量持续增加，但边缘县域仍长期处于中、轻度失调区间，与中心县域的差距持

续扩大 ；空间上，县域“人–地–业”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的梯度分异特征，形成以成都为

中心梯度扩散格局，高值区由点状集聚演变为带状延展。 
(3) 成都平原经济区县域“人–地–业”系统协调的核心约束由初期相对均衡演变为土地要素主导型

约束，且瓶颈效应在生态红线和集聚经济双重压力下持续强化；人口障碍度显著下降和产业障碍度稳步

上升凸显了县域产业转型滞后与土地效率提升不足的深层矛盾。单位面积财政收入和地均区域生产总值

始终为关键障碍因子，反映土地经济密度不足是长期硬约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和工业企业数量障碍度

暴露空间紧约束与工业支撑薄弱的协同短板；城乡居民储蓄反映出县域内人口财富积累虽有改善，但尚

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转型动力，人口与产业联动效能仍待激活。 

5.2. 建议 

(1) 人口方面。尽管成都平原经济区人口系统整体约束有所缓解，但城乡居民财富积累结构单一和消

费潜力释放仍是重要障碍。通过实施县域普惠金融计划活化集体资产，建立县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收益分配调节机制，推行保底租金 + 按股分红模式，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同时，通过订单式技

能培训对接县域制造业，提升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高附加值非农产业转型的垂直流动性。此外，探索发

行县域专项债和乡村振兴债券，支持金融机构开发针对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信贷产品，引导高额居民储

蓄转化为本地产业资本。针对外围县域人口空心化加剧的问题，应在远郊和边缘县域推行县城和中心镇

联合体建设，建立跨区域公共服务成本分担与利益补偿机制。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合作模式，

将标准化厂房与就业岗位向县域节点下移，引导人口由极化流入成都向梯度回流县域转变。 
(2) 土地方面。土地约束是制约县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瓶颈，县域土地在空间承载能力、财政产出能

力与产业功能转型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矛盾。针对地均产出低效的障碍，全面建立县域亩均产出评价体

系，利用地价与税收挂钩协议，明确约定容积率下限、单位面积税收贡献及投资强度，对县域工业用地

实施标准地供应模式。针对评价结果为末档的低效用地，建立退出补偿 + 政府回购机制，引导土地资

源由传统低端产业向地均产值高、税源稳定性强的项目集中。此外，在双流区、温江区等高开发强度县

域推广多层标准厂房建设，提升纵向空间容积率。推行新型产业用地管理模式，允许研发、设计、无污

染生产等功能在同一建筑或地块内混合布局。针对地均财政收入结构单一的障碍，应通过工业项目全

生命周期管理来降低对一次性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利用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租赁工具，降低优

质实体企业的入驻门槛，转而通过持续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流转税源增强土地对财政的长期支撑

能力。 
(3) 产业方面。县域产业在空间集聚程度、经济密度和市场活跃度等方面仍显不足，使有限土地资源

难以转化为高效的经济产出和消费支撑，加剧了产业与土地、人口要素之间的协同失衡。针对县域产业

分散、规上企业支撑力不足的瓶颈，在县域产业功能区内定向培育主导产业集群。如围绕双流区的航空

航天、旌阳区的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构建产业链上下游招商图谱。同时，在县城和重点中心镇布局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与本地工业、农业相配套的研发设计、物流冷链及数字营销。通过建设县域智

慧商圈和社区邻里中心，引入连锁化、品牌化商业业态，提升县域消费空间的载体质量，增加消费密度

与市场活跃度，强化产业系统对人口消费释放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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